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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１８９７—１９１１年间，东北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经济区，且区域经济结构亦呈
雏形，这一结果是历史合力的产物，而非单纯的经济过程。本文根据区域经济学理论，以经

济活动主体和经济要素为切入点，将日俄经济侵略、清政府变革和市场发展放在同一历史

过程，考察东北区域经济结构是如何形成的。清末东北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得天独

厚的原始要素禀赋，即肥沃的黑土地吸引了大量经济活动主体和经济要素的聚集：日俄两

国经济侵略带来资本和技术，清政府招垦政策带来劳动和土地，以及国际市场的贸易需求。

在此基础上，东北形成了农业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不仅空间上形成中心—外围的层级结

构，而且出现传统—现代二元经济结构，对此后东北经济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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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代东北区域经济史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一是对东北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的研究，如徐兆奎《清

代黑龙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张福全《辽宁近代经济史（１８４０—１９４９）》，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版；孔经

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吉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Ｅｃｋｓｔｅｉｎ，ＫａｎｇＣｈａｏａｎｄＪｏｈｎＣｈａｎｇ，“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ａ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３４，Ｎｏ１（Ｍａｒｃｈ１９７４），ｐｐ２３９－２６４；

眆濑进 『中国近代东北经济史
;

究 －铁路敷设と中国东北经济の变化』东方书店，１９９３年；姚永超《东北近代经济地理》，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二类是对近代东北农业问题的讨论，如陈翰笙、王寅生《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

科学研究所专刊第１号（１９２９年）；ＣｈｕｎｇＦｕＣｈａｏ，“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１６６８－１９１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８期（１９７９年）；赵中孚《清代东三省的地权关系与封禁

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１０期（１９８１年）；刘克祥《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东北地区的土地开垦和农业发展》，《中国经济

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４期；衣保中、于春英《近代东北农业的历史变迁（１８６０—１９４５）》，吉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三类研究的是近

代东北的大豆贸易，如雷慧儿《东北的豆货贸易（１９０７—１９３１年）》，《台师大历史所专刊》１９８１年；胡赤军《２０世纪初中国东北大豆出

口研究》，《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５年第５期；ＪａｍｅｓＫａｉｓｉｎｇＫｕｎｇａｎｄＮａｎＬｉ，“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ｓ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Ｓｈｏｃｋ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

Ｓｏｙｂｅａ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１８９５－１９３４”，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４８，Ｎｏ４（２０１１），ｐｐ５６８－

５８９。第四类研究侧重于东北地区交通和商业发展，如姚永超《国家、企业、商人与东北港口空间的构建研究》，中国海关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谭桂恋《中东铁路的修筑与经营：俄国在华势力的发展，１８９６—１９１７》，联经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②　已有研究显示，清代东北分为３个经济区：一是辽沈地区，为农业区；二是吉黑地区，以狩猎为主、农业为辅；三是西部地区，为

畜牧业区。清末，在上述３个经济区基础之上东北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大区，其基本范围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

呼伦贝尔、兴安、哲里木三盟，一直延续至今。参见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衣保中《论清末东北

经济区的形成》，《长白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５期；姚永超《近代东北港埠经济区的时空格局与其成因》，《史学月刊》２０１２年第７期。

一、引言

近代以来东北经济的发展涉及人口流动、资源开发、农业近代化、市场体系、城镇化、铁路建设、

国际贸易等诸多方面，一直颇受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①不过，学界较少对清末十余年间的区域经济

发展进行专题研究。从１８９７年中东铁路的开建到 １９１１年，东北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不仅标志着一个新的经济区的形成，②而且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区域经济结构。从量的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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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人口从１８８７年的５１５万增至１９１１年的１８４１６万，①增长３５７６％，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０７％，而
且进出口贸易额从１８９７年的２６３６万海关两增至１９１１年的２１２９４万海关两，②增长８０７８１％，年平
均增长５７７％，并成为清末全国贸易惟一出超地区。③ 从内涵看，东北的自然资源系统、社会经济系
统和物质技术系统以特定方式结合起来，处于农耕社会的东北迅速发展出铁路交通网络、城镇网络

和农产品市场体系，形成以农业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现代经济开始出现，区域的经济空间结构和二

元经济结构都已成雏形。这种基于原始要素禀赋形成的区域经济结构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对该地

区的经济发展有着惯性影响，并决定着其长期发展的路线。④ 本文拟从清末东北经济发展的历史过

程去研究区域经济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借助经济学理论建立新的因果解释，将之放在特定的历史情

景中，考虑各方面因素，展开综合分析。

文中的区域经济结构，既指经济空间结构，即区域内形成以城镇为中心的层级网状结构，也指二

元经济结构，即传统经济与现代产业并存的格局。无论是新结构经济学，还是区域经济学，都强调要

素禀赋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将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切入点分析经济发

展，⑤区域经济学则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始于原始要素禀赋和经济活动主体的选择行为。⑥ 因此，

立足于经济活动主体和经济要素，从两者的聚集过程研究区域经济结构的形成，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既注重一定时期内要素聚集的时间顺序，也强调多元经济活动主体的选择行为具有某种互补性。本

文将以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主体作为切入点研究清末东北区域经济结构的形成。

东北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原始要素禀赋，即广袤而肥沃的黑土地，⑦吸引广大经济活动主体参

与其中。后者的活动直接产生经济空间场，形成一定的产品供给与需求，导致特定区域内发生的经

济要素聚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近代中国经济深受列强侵略，且这种侵略渗透于经济结

构之中，不仅打破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均质性，而且日渐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东北地处复杂地缘政

治之中，尤其是日俄两国以具体经济活动主体的形式参与地方经济，很多经济行为都掺杂着复杂的

政治因素。若将中外经济活动主体都当作是东北区域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就有可能将外生动力与内

生动力有机结合起来，在区域经济结构形成过程中厘清它们各自的作用及其互补性，从而更好地揭

示出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复杂性。俄、日两国的公司、企业和金融机构为实现各自的政治企图，往往

采取不同策略，执行不同的区位选择，对区域经济结构的形成产生着实质性影响。例如，“南满洲”铁

道株式会社完全根据公法由政府设立的，实质上是国家的机关，但它仍以营利为目的的股份制商社

形式参与到经济活动中。⑧ 清政府迫于外力，不得不开放东北，变革土地制度，新设府县，建立官银

号，促成各种经济主体（包括个人、商号、公司等等）投入东北开发之中。

清末东北区域经济结构的形成得益于多元经济活动主体具体策略选择的差异性，正是由于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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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点的不同，才促成了资本、土地、劳动和市场等经济要素在同一区域的聚集。这些经济要素大致

有以下两类：一是资本、劳动、技术等外来经济要素，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与自然资源相结合慢慢转化

为区域的要素禀赋；二是制度、文化、历史积淀和地方政治等区域性非生产要素，与其他要素相结合

形成了要素禀赋。随着经济要素聚集数量的变化、内容的变迁和空间的动态积累，在某个时间点形

成相对稳定的经济结构，影响着之后的发展。

那么，如何从经济活动主体和经济要素出发阐释清末东北区域经济结构的形成呢？这需要兼顾

区域经济结构形成过程所具有的时间和空间两大特点：区域内各经济活动主体的选择行为发生有特

定的时间先后顺序，并对其他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决定了经济要素聚集并转化为区

域初期要素禀赋，形成比较优势；各经济活动主体的活动决定了各要素在地域空间进行分化、组合、

聚集的动态过程，形成分工和市场体系，进而决定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和二元经济结构。觊觎东北

的俄国和日本，积极输出资本和技术，提供现代的物质技术和管理手段，成为推动东北区域经济发展

的外生动力，并逐渐转化为区域要素禀赋，影响着区域经济结构。与此同时，清政府放弃沿袭多年的

禁止出关政策，变革行政区划和土地制度，吸引大量劳动力开垦荒地，土地和劳动要素聚集规模大

增。在资本、技术、土地和劳动等经济要素不断聚集的条件下，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不仅规模扩大，

而且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专业化生产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谋得一席之地，在空间上形成中

心—外围层级结构的同时，出现了现代产业与传统经济并存的的二元经济结构。

本文尝试从经济活动主体出发分析区域内经济要素聚集的过程，总结出清末东北区域经济空间

结构和二元经济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一则为近代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提供一种解释，二则为理

解当下东北经济问题提供某些经验性认识。首先，探究东北区域经济结构的缘起，凸显清末东北经

济的发展是基于独特资源禀赋和历史背景的产物，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垦荒、而后市镇化的循序渐

进的开发模式，也不同于在比较“纯粹”状态下进行的美国西部开发模式。其次，清末东北区域经济

的发展意味着在传统经济区之外，一个新的经济区成长起来，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东北区域

经济受政治和市场的影响非常明显，内外因素被整合到区域经济结构之中，外来势力渗透到市场、交

通、金融和贸易等方方面面，并掌控了经济命脉。因此，本文不仅可以从整体史的视角揭示出帝国主

义经济侵略的复杂性———它绝非简单地掠夺资源，而是通过一种结构过程占据经济结构的顶层，控

制住整个区域经济———而且能揭示出中国自身具有的要素禀赋和劳动力资源是如何被结构化为最

底层，不仅所得甚少，而且要承受农产品市场的巨大风险。再次，清末东北区域经济结构的形成过

程，不仅显现出区域经济在空间上具有的中心—外围层级结构性，而且显示出农产品的专业化生产

和市场层级体系的完善是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成因。从一个侧面解释了清末东北区域经济的发展

并没有截然的传统与现代之分，两者交织在一起，互相作用，事实上是一种协调发展。这印证了吴承

明所强调的现代化不应被视为现代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全面替代，而应该是两者的共同协调发展。①

二、区域经济结构形成的外生动力：资本与技术的输入

东北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优越，拥有丰富的土地、森林、草场、水和矿产，尤其是土壤肥沃，各类土

壤的有机质、腐殖质和含氮均高于其他地区。② 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着人们前往开发利用，土地、劳

动和资本等要素开始缓慢地聚集。在农产品长途贸易的带动下，农业生产商品化有了较大发展，产

地市场、集散市场和出口市场正在成型过程中。不过，经济活动主体和经济要素的聚集仍非常有限，

经济规模小，区域经济一体化尚未实现。甲午战后，西方列强掀起对华资本输出热潮，推动东北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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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文史哲》１９９１年第６期。
李振泉、石庆武主编：《东北经济区经济地理总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５页。



经济发展。尤其是１８９７年开始的中东铁路修筑，对东北区域经济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将
其视为撬动区域经济的杠杆：不仅提升了整个东北地区的交通技术水平，直接进入机械动力的时代，

而且将整个东北地区联系成一个经济空间，铁路沿线的各站点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聚集之处，奠定

了城市化的基础。

俄国于１８９５年与清政府签订了《中国四厘借款合同》，并与法国合作成立华俄道胜银行，为建设
西伯利亚铁路做准备。此后，俄国与清政府相继签订一系列条约、合同和章程，获得了修筑中东铁路

的权利。从１８９７到１９０３年，带有明确殖民目的的俄国资本通过中东铁路公司投到东北地区，修筑全
长２６６０６公里的中东铁路。

俄国人修建中东铁路“不在振兴地方业务，而在假道中国”，其目的在于完成其建成贯穿欧亚大

陆铁路的战略目标，实现俄国对东北的控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指出，西伯利亚铁路可把从上海到

欧洲的行程从４５天缩短到１８日到 ２０日，使欧洲与东亚交通事业朝着有利于俄国方向转变。他认
为，俄国不仅是西欧与东亚间商业中介人，而且是与东亚民族最接近的最大生产者与最大消费者，中

东铁路将改变中俄两国货物交易额不足一千七八百万卢布的状况。① 更重要的是，可将东北“永远保

持在俄国手中”。② 因此，俄国不惜耗费巨资建设和运营中东铁路。

俄国政府通过控制的中国东省铁路公司（简称中东铁路公司）完成铁路修筑，以一种企业的形式

进行投资，给东北带来了大量资本和先进技术，这些流动性要素逐步累积成区域要素禀赋。１８９７年
３月，中东铁路公司在圣彼得堡正式成立，俄国政府是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实为“俄国官家之公司”。
虽然公司总办由中国政府简派，但其职责只是负责铁路公司与中国政府的交涉事务，以确保铁路顺

利完工通车营运。中东铁路公司的管理大权实际掌握在出任会办的俄国人之手。③ 既为该公司唯一

的股东，俄国政府自然要承担修筑的全部费用，因此中东铁路的修筑和经营经费完全由俄国政府拨

付。据估算，从１８９７年到１９１１年，俄国共计投入 ６０７１０４１６１卢布，④以 １∶１４５的海关两与卢布的
比价计算，⑤约合４１８６９２５２５４５海关两。

如此大规模的资本投入最终为东北带来铁路交通网络体系。在修筑中东铁路的过程中，俄国人

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筑路技术和交通设备引入东北。除木石等建材取之于当地外，所有工程材料及

相关器材、装备全部从美国和西欧各国进口，铁路钢轨及车辆多从美国进口。⑥ 随着铁路投入运营，

为了更快速便捷地运营商品，资本继续不断投入到铁轨、蒸汽机车和车皮等设备上，铁路运营管理的

技术也日臻完善。

俄国试图利用中东铁路这条交通动脉经营东北，却由于自身经济实力的局限未能达成所愿。俄

国人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沿海州与西伯利亚及欧俄缺乏经济上之联络，并俄国工商各业

发达之地与北满相距甚远之故，就制造品论，除石脑油物品外，输入北满者无几。”⑦日本人认为，“由

于俄国国内的经济发展落后，其国内的经济还不成熟，还无力在满洲充分进行现代殖民活动”。⑧ 中

东铁路虽然未能为俄国收到设想的经济效益，但却对东北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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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罗曼诺夫著，民耿译：《帝俄侵略满洲史》，上海商务书局１９３７年版，第４５—４６页。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第７９页。
参见谭桂恋《中东铁路的修筑与经营：俄国在华势力的发展，１８９６—１９１７》，第１１２—１２０页。
此项数据包括了：修筑铁路投资３０３２０万卢布，义和团运动后修复费７１７４５８７８卢布，后继投资 ７２００万卢布，营业亏损弥

补费１６０１４８５６３卢布。参见朱显平《帝俄在中东路的投资考论》，《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３年第 ４期；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
印：《北满与东省铁路》，１９２７年印行，第２８３页。

《六十一年来海关两与各国货币比价表》，杨端六、侯厚培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

究所专刊第４号（１９３１年）。
参见谭桂恋《中东铁路的修筑与经营：俄国在华势力的发展，１８９６—１９１７》，第１３５页。
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印：《北满与东省铁路》，第２８３页。
（日）满洲史会编著，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５页。



如俄国克鲁巴特金将军所言，“最近十六年间投于东三省北部之资产不下数亿，因而得利益者为中国

人，而非俄国人”。①

中东铁路的修筑吸引大量劳动力前往东北地区，部分资本以工资的形式转入劳动者手中，成为

开发东北的初始资本，尤其是推动着东北北部地区的移民。中东铁路规模庞大，需要雇佣大量劳动

力，故此中东铁路局在天津、山海关等地设招工处，以高工资招募劳工。关内劳动者羡其高工资，众

起应募，尤以山东人为最多，据估算，１８９７—１９０３年间，上海、烟台、芝罘等地先后招收约 ２０万工人参
与修筑中东铁路。②

中东铁路雇佣中国劳动力支付的劳务费，有的成为回流家乡的资金，有的成为苦力们移住东北

的资金。参与修筑铁路的苦力们“因有较优之劳动机会，常能微有积蓄，以为筹备久居之底款”。③

敷路工作完成以后，他们更换工作，或从事开垦土地，或采伐森林。④ 中国劳工将辛苦所得的工资作

为资本，积极在东北谋生，成为东北区域发展的劳动要素。这种状况引起俄国人的关注。克罗巴特

金将军认为，“俄国之３亿金卢布，殆已落于北满华人之手中，而造成华人永住其地之一因。”⑤还有
俄国人认为，“中东铁路的建成，使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完全毁于我们之手，而使满洲兴旺发达

起来。”⑥

然而，事实并非尽如俄国人所言，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最大的获利者应该是中东铁路的投资者华

俄道胜银行，藉筑路之机变相取得货币发行权，使卢布成为东北主要流通货币。随着中东铁路的进

展，华俄道胜银行直接发行卢布纸币支付中东铁路修筑的费用。最初，该行用部分条银改铸元宝或

兑换当地银元支付公认的工资和材料款，不久全部改用卢布支付。中东铁路全线开通后，运费只收

卢布，后来市面交易也只使用卢布。因此，随着该行先后在营口、旅顺、哈尔滨、奉天、吉林、齐齐哈

尔、长春、呼伦等东北主要城市设立机构，卢布逐渐成为东北地区数额最大、流通最广的纸币。从

１８９７—１９１１年间，华俄道胜银行共发行１５６０４７１３卢布，⑦基本占据了东北的金融市场，东北地方政
府发行的官帖反而难见。日俄战争后，卢布在南部影响下降，但仍是北部的主要流通货币。⑧

中东铁路的竣工并不意味着东北地区铁路修筑的完成，而是一个开始，此后不断有资本和技术

投入其中。截至１９１１年，京奉线（奉天到北京）、齐昂线（齐齐哈尔到昂昂溪）、葫芦岛线（锦西到葫芦
岛）和皇姑屯连路线（皇姑屯到北奉天）先后建成，共计 ４６３５公里。⑨ 这些铁路不仅将东北与关内
联系起来，而且便利了主要城市与干线之间的交通。国内外资本和技术不断投入到铁路建设中，各

类经济要素继续聚集，铁路交通成为区域内重要的要素禀赋。

日俄战争后，日本接管俄国租借的关东州及中东铁路长春以南的路线内一切权力。１９０６年 ６月
７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作为日本政府经营东北的主体企业，被委以铁路附属地的行政权
和经营事业权。按照其规划，日本人主要致力于基础建设，为开发创造必要的条件，“整理建设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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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王慕宁：《东三省实况》，中华书局１９３２年版，第４页。
由于招募工人无确切统计数字，笔者根据已有研究大致估算出此数。苏联学者罗曼诺夫认为，１９００年时，铁路区域内“当地

原有及新来的中国人多至六万”。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第２０４页。王绍兰认为，１８９７年中东路开工时，中国工人不过 １万
人，年末增加到２５万人，１８９９年猛增到１７万多人。王绍兰等：《论哈尔滨经济中心的形成与发展》，东北三省中国经济学会编：《东
北经济史论文集》（下），哈尔滨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３７页。

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东北集刊》１９４１年第２期。
徐恒耀：《满蒙的劳动状况与移民》，《东方杂志》１９２５年第２１号。
转引自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东北集刊》１９４１年第２期。
保尔霍维季诺夫著，姜延祚节译：《俄国远东的中国人》，《黑河学刊（地方历史版）》１９８５年１２月。
《华俄道胜银行历年在华发行纸币统计表》，献可编著：《近百年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８年

版，第１７８页。
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黑龙江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６页。
（日）满洲史会编著：《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第２０６—２０８页。



化的交通机构，以缩短华北与北满的距离；提供港口、船只、金融机关、交易所等一切发展国外贸易的

设备；努力向海外市场扩大满洲农产品销路；还需要经营城市，搞好公共事业的建设，使从事上述开

发活动的日本官吏、满铁社员、技术人员、企业人员在此定居，自然还要努力维持治安。”①这些计划表

明，日本在东北的投资带有整体规划性，与俄国人的投资策略有很大的差别，是一种国家主导的有规

划的经济策略，致力于将东北经济殖民地化。

１９０７—１９１１年，“满铁”在东北投资大大增加，从１４０４９万日元（约合８８９１８万海关两）增加到
１１５４５８万日元（约合７７４８８６万海关两），增长了 ８２２％。② 但从结构来看，却没有太大的变化，主
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铁路、港口、船只、市政基础。１９０７年，“满铁”在铁路、港口、电力和地方设
施的投资达１０６４９万日元（约合６７３９８万海关两），占总额的 ７５８％，１９１１年此类投资达 ８９４７２
万日元（约合６００４８万海关两），占总额的 ７７５％。不过，作为日本在东北的金融中枢的横滨正金
银行从１９０７—１９１１年间共计发行２２５８４５２８日圆，③其数量有限并未占据“南满”货币市场，吉林长
春一带主要流通货币是官帖，奉天、“关东州”以外的城镇多使用官银号发行的纸币和银元。④

中东铁路最重要的作用在于重构了区域经济空间，不仅将清代的农业区、狩猎区和畜牧区联结

为一个经济空间，推动了彼此间经济上的联系，而且各铁路站点和港口成为经济要素聚集的中心。

中东铁路如同一个丁字形骨架，西起满洲里，东抵绥芬河，北起哈尔滨，南至旅大，将原有的经济区联

系起来，打通了空间隔阂，成为东北交通大动脉。但是，仅仅有铁路是不够的，中东铁路局参与兴筑

海参崴、大连与哈尔滨等码头，将铁路与水路运输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以铁路为干线的便捷交通

网络体系，便于直接出口贸易。日俄战争后，俄国全力经营海参崴，１９０６年宣布该港为自由港，外国
货物免税。以海参崴为中心的交通网络，一方面将铁路运到的农产品再海运到中国南部、日本、朝

鲜、北美及欧洲，⑤另一方面将俄国的商品经由中东铁路输入中国。日本则通过“满铁”会社精心经

营大连港，自１９０６年９月１日起开放大连港与各国通商，免收进出口税。由于农产品海外贸易的迅
猛发展，大连港进出口额从１９０７年１３８８７７３９海关两增至１９１１年的６２０６２０９６海关两，５年间增长
了４４６８８％。大连港的重要性大大增加，１９０９—１９１１年间其贸易总值已经占全国的 ４９％，超过了
天津的４５％。⑥ 可见，便利的交通网络在将东北的不同区域联系成一个经济空间的同时，还将其与
世界各地联系起来，区域经济空间结构雏形渐成。

这条铁路打通了东北北部与南部之间的交通，有利于北部的开发。如俄国人所言，“东三省南北

之交通既便，汉人之由南而北者渐次加多。至东清沿线之都市计划与大规模商工设施以及各地方之

开发，均足使汉人得发展之机会。”⑦中东铁路的开通，便利了大量劳动力移往东北北部，改变了“前

世纪北满移民之政，向之仅局限于南部者”⑧的状况。当中东铁路开始修筑时，北满只有齐齐哈尔、呼

兰、宁古塔３处开始垦荒，“其余铁路所经茫漠之地皆为游牧部落，各部皆有酋长，不相统属。”⑨铁路
通车之后，黑龙江统计人口增长迅速，１８８７年旗民合计约２５万人，１９０７年增至 １２７３３９１人，１９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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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满洲史会编著：《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第１１页。
（日）满洲史会编著：《满洲开发四十年》（上），第４０页。
１９０７年发行４９０５０００日圆，１９０８年发行３９９９９０７日圆，１９０９年发行２８７６６２０日圆，１９１０年发行 ３６０４８２３日圆，１９１１年

发行７１９８１７６日圆。《横滨正金银行在东北各地发行纸币统计表》，献可编著：《近百年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第 １１８
页。

郭予庆：《近代日本银行在华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２１页。
１９１１年海参崴出港货物总量的９７％是来自东北的农产品，大豆占９５％。衣保中：《试论近代哈尔滨与海参崴的互动发展》，

《北方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五大港在对外贸易总值中所占的比重（１８７１—１９４７）》，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４９页。
王慕宁：《东三省实况》，第４页。
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印：《北满与东省铁路》，第７页。
朱楔：《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东方杂志》１９２８年第１２号。



则达到１８５８７９２人。①

相对于传统的河运和陆运，铁路运输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仅使运输时间缩短，成本降低，而且运

量加大，且不受季节限制，到货准时。因此，农产品贸易集散市场从辽河沿岸转移到铁路沿线，②辽

阳、昌图、开原、铁岭、奉天、四平、公主岭、长春、哈尔滨、阿城、双城等站都成为重要的集散市场。③ 与

此同时，日俄两国都非常重视铁路附属地的规划和基础建设。１８９６年签订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
同》成为了铁路附属地的法律根据。条款未明确规定铁路用地的位置和面积，这给了日俄两国任意

拓展附属地面积的借口，俄国占用２０余万晌土地，日本占用大约 １８２７６３４４４万平方米土地。④ 以
站点为中心，日俄两国将土地开发、铁路建设和城市规划相结合，综合开发铁路附属地，以飞地的形

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新城的开发运作。⑤ 除了架设桥梁、开辟隧道、铺设轨道外，中东铁路公司还建

设了铁路沿线各站点的车站、供水设施、铁路总工厂等基础设施。尤其是该局兴建了哈尔滨，成为区

域经济聚集的中心城市。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要素不断在这些站点聚集，经济空间不断拓展，与更大

区域连为一体，社会功能也开始增加，城市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俄国人把主要力量放在增强铁路运输能力方面，对附属地的经营并不上心，仅有大连、辽阳、公

主岭、铁岭等地的车站附近稍具市街规模。然而，日本对附属地采取“满铁”直接经管的方式。１９０７
年４月到１０月，在“满铁”监督下，瓦房店、大石桥、辽阳、奉天、公主岭、安东和抚顺等地，设置居留民
会，处理地方事务。此后，“满铁”首先完成对沿线 １５个要害地区的实地测量。１９０７年末，完成了瓦
房店、盖平、熊岳城、大石桥、海城、辽阳、奉天、铁岭、长春城市规划，以建设近代产业都市为目标，合并

日中两街的城市建设，奠定了附属地发展的基础。“满铁”会社决定在铁路附属地建设文明街市的方

针，并从１９０７—１９１１年间投入３８９万日元。专业人员规划的附属地街市不仅包括道路、堤防、护岸、桥
梁、沟渠等建筑物，而且还有自来水、下水道、公园、市场、墓地、火葬场、厕所、屠宰场等设施，给附属地注

入了现代城市的色彩。⑥ 需指出的是，由于资金的缺乏及经济尚未发展起来，各铁路附属地发展缓

慢，到１９１１年大都还是茫茫的草地。实际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铁路附属地才真正繁荣起来。⑦

以侵略殖民为目的的外国资本投入东北的铁路建设，不仅给该地区带来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经

济增长最强大的力量，而且铁路网络成为联系整个区域的大动脉，沿途的各站成为商品的集散地，发

展成带动腹地经济的新兴商业城市。铁路建成之后，围绕其进行的资本和技术聚集，不仅变成了更

多的铁轨、蒸汽机车和车皮，商品得以快速便捷的运输，而且变成了港口、电站、车站等基本设施和都

市规划，推动了区域内城市化的水平。可以说，资本和技术输入带来的铁路交通线和沿线各站点演

化成区域要素禀赋，成为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和二元结构得以形成的基础。时至今日，铁路仍是东

北交通运输业和经济网络的重要支柱，遍布东北各地的铁路网，里程长、密度大、路网发达、客货运量

大均居全国前列。⑧

三、区域主导产业的形成：外向型农业经济

１９０３年开通的中东铁路将广袤的东北连接成一个交通便捷的经济空间，但是要真正实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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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梁纂辑：《黑龙江通志纲要》（１９２５年版），《中国方志丛书》（东北地方·第３１号），第４６页。
除了交通方式的影响外，传统市场的破坏还受到官府政策、争讼案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参见燕红忠、高宇《晚清时期的豆

品期货市场———以东北辽河流域为中心》，《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于春英：《近代东北地区粮食流通市场的形成及历史启示》，《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
（日）满洲史会编著：《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下），第４１９页。
刘泉：《前 ＴＯＤ时代的铁路站点地区规划布局模式解读———以近代东北铁路附属地为例》，《规划与设计》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事业成绩》，苏崇民主编：《满铁档案资料汇编》第 ２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７９７—７９８

页。

（日）满洲史会编著：《满铁开发四十年史》（下），第４２１页。
李振泉、石庆武主编：《东北经济区经济地理总论》，第２页。



域经济实质一体化，还必须有经济要素的聚集，且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由于国际市场的开

拓和土地制度的变革，以大豆为主的农产品生产和贸易迅猛发展，成为东北的主导产业，推动着区

域经济的形成。就其本质而言，这是一种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基于农产品专业化生产的外向型

经济。① 那么，这种经济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呢？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可能是由历史上偶然

事件（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ｃｉｄｅｎｔ）导致的，此后累积过程开始发挥作用，由此导致的模式受潜在的资源和技
术影响，从根本上来讲，历史偶然事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② 从东北主导产业的形成过程来看，深

受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日俄两国商人打开国际市场，巨大的市场需求驱动着生产和贸易的发

展，另一方面该地区已有的农产品专业化、商品化趋势得到强化，以规模经济的形式在国际贸易

中具有比较优势，结果以大豆为主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工业聚集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成为此后二

十余年间东北的主导产业。此外，清政府在东北推行的土地制度变革，为以农业为主导的外向型

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尤其是垦荒制度吸引了大量资本和劳动，加速了土地开发和农业生产的

扩张。

虽然中东铁路的建成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但并不能直接产生市场的供给

与需求，市场的供求关系，仍然要由供求双方来决定。事实上，大豆三品输出量自 １８９９年达到
５５９６５万吨③的峰值后，出现了下滑，尤其是 １９０４—１９０７年间从 １８９７—１９０３年间平均 ４７万吨降为
平均２７万吨。④ 这种状况与日俄战争有着直接关系，但也反映出市场需求的萎缩。１９０７年前后，东
北农产品市场需求突然大增，在大豆三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同时，俄国对粮食的需求剧增，推动了整个

区域经济的发展。

从１９０８年到１９１１年，东北大豆三品年均输出量达 １２９万吨，其中大豆年均出口 ６４３万吨，占
４９８４％，豆饼年均出口６２４万吨，占４８３８％，豆油年均出口 ２３万吨，占 １７８％。４年间东北大豆
三品出口国际市场的总量为 ４０２７７万吨，占输出量的 ７８６２％，其中日本为 ２６４２４万吨，占
５１５８％，其他市场为１３８５４万吨，占２７０４％，国内市场为１０９４７万吨，仅占２１３８％。⑤ 概而言之，
１９０８—１９１１年间，东北大豆的市场需求大增，从年均４７万吨增至年均 １２９万吨，规模增加近 ３倍，且
国际市场的需求占到总需求的七八成。

俄国远东地区对粮食的需求成为东北农产品的另一重要市场需求。１９世纪下半期，随着沙俄
向阿穆尔沿岸地区移民和该地区金矿的开采，人口的聚集对粮食产生了大量需求。然而，此时阿穆

尔和滨海地区每年粮食产量约为 ２９４８５０８吨，远不能满足需要，缺粮达 １６３８０６吨。为此俄国采
取了一些鼓励措施，使大量粮食从东北输入俄国远东地区，不仅成为当地人的食粮，而且成为当地

面粉厂的原料。就其数量而言，从 １９０６年的 ３５万吨增加到 １９１１年的 ２５６万吨，增长了近
７２１倍。⑥

１９世纪末开始，日本及其殖民地成为东北大豆和豆饼的重要市场。日本人发现东北豆饼适合
用作种植水稻的肥料后，开始大量进口大豆和豆饼。１８９１年，三井物产会社派遣山本条太郎进入
营口，经营大豆贸易。１８９９年，大豆和豆饼对日本的出口量超过了对华南出口量，由于华南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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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豆生产的７５％是向外国输出的。德怀特·希尔德·珀金斯著，宋海文等译：《中国农业的发展（１３６８—１９６８年）》，上
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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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缩以及湖北大豆市场的崛起，东北出口的总量波动并不大。１９０８年前后大豆三品大规模进入欧
美市场，使东北农产品成为中国重要的出口商品，１９０９—１９１１年间，东北大豆三品出口额已经占到
整个中国出口总额 的 １／５，①东北在中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从 １９０１—１９０３年的 ４４％升
至１６７％。②

东北出口贸易的剧增既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从偶然因素来看，作为中间人的

贸易商对国际市场的积极发掘与拓展，在 １９０８年为东北农产品开启了一扇通往欧美市场的大门。
中东铁路建成之后，日俄经济势力大肆进入东北，各种贸易公司相继成立，旨在垄断中外贸易，对于

东北农产品国际市场的开拓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１９０８年，由于埃及、印度和北美种植的棉籽及
亚麻仁等油脂原料歉收，欧洲国家的油脂工业因而开工不足。日俄两国贸易商发现商机，三井物产

将大豆介绍给英国制油厂，圣彼得堡一家大出口公司———纳坦索公司第一次将在中国东北北部购

买的大豆经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运往英国。③ 这样就打开了东北大豆的欧美市场，主要输往英国、德

国、美国、荷兰、意大利和埃及等国家。输出量因此成倍增加，以豆油为例，１９０９年输出 １６６５５吨，
１９１０年增至１２８１４４５吨，１９１１年达 ２４０７２８吨，３年中增加了 １４４５倍。④ 由于市场的迅速扩张，
１９０８年三井物产社先后在营口、大连、安东、奉天、铁岭、吉林、长春、哈尔滨等地设立经营机构，从事贸
易。由于豆油利润高，日本增加进口东北大豆用作油坊原料，发展加工工业，榨油运往美国，余下豆饼用

作肥料。

以大豆为主的东北农产品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⑤关键在于其在国际贸易中所具有的比较优势。

由于市场的扩张，东北农产品商品化倾向更为明显，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大豆成为具有国

际比较优势的商品。与其他专业化生产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东北的大豆种植的比较优势源

于东北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及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和劳动力聚集。具体而言，东北大豆三品的比

较优势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开发晚，土地肥沃，自然禀赋优良，虽采用传统耕作方式，但单位产量仍高于其他产

区，生产成本较低。由于较难找到清末数年间东北大豆单位产量与世界各地比较的数据，只能借用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日本人的统计数据说明东北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已有研究表明，东北农
业属于典型的粗放型农业，农民无力投资，地主不愿投资，很少施肥，土地肥力逐渐减退，２０世纪 １０
年代的单位面积产量已经下降。⑥ 即使如此，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东北的单位产量仍在世界各地居于前
列。东北大豆单位亩产高，生产成本低，因此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１９２５—１９２９年间，东北大豆价格
平均价格为５７７８８美元／吨，美国大豆平均价格为８６１２美元／吨。⑦

１９２５—１９２９年世界各地大豆单产 单位：公担／公顷

产区 中国台湾 印尼 朝鲜 美国 苏联 日本 奥地利 中国东北

单位产量 ５５ ５８ ７０ ７８ ８４ １０７ １１６ １３６

　　资料来源：东
>

研究所第一部统计班编 『世界农产统计：１９２５—１９４０』东
>

研究所，１９４３年，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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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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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１９０９年为２０２％，１９１０年为１８１％，１９１１年为２１４％。参见《东北大豆三品对中国输出总额比例表》，雷慧儿：《东北的豆
货贸易（１９０７—１９３１年）》，第２０２页。

《１８７１—１９４７年间中国各地区在出口贸易价值上所占的比重》，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４８页。
张凤鸣：《日俄战后帝俄与中国东北北部的贸易》，《求实学刊》１９８７年第３期。
雷慧儿：《东北的豆货贸易（１９０７—１９３１年）》，第９１—９２页。
珀金斯认为，东北大豆生产的７５％是向外国输出的。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１３６８—１９６８年）》，第１７９页。
刘克祥：《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东北地区的土地开垦和农业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 ４期；徐仁寿：《北满松花江

流域的农民经济生活》，《新生命》１９３０年第９号。
向井清二 『满洲大豆及其品』砶松堂书店，１９３４年，８０页。



其次，东北耕地面积大，农业劳动生产率高，形成规模化生产，农产品大量剩余，大豆生产的商品

化率高达百分之七八十，①能够满足相当规模的市场需求。据刘克祥研究，清末民初，东北农业生产

具有耕地规模大、农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关内、农户经营规模大以及农业装备水平较高

的特点，②有利于进行专业化生产，形成经济作物种植区。例如，大豆种植区域集中哈尔滨—铁岭间

的铁路沿线，不断排斥其他作物而继续扩展，使大豆成为黑龙江流域最重要商品作物之一。小麦的

主要产地在松花江下游一带的伯都讷、哈尔滨、三姓一带，最重要的是呼兰河流域。③

再次，除优越的自然禀赋和较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外，东北大豆的比较优势还来自于便捷的交

通运输。中东铁路通车后，日俄两国除建设各站点外，还大力建设大连、哈尔滨、海参崴等港口，建立

起包括铁路、海运和内河航运的交通网络，不仅辐射周边的农产品生产地，而且能够通往世界各主要

港口。大豆集中到哈尔滨、长春等站点，然后经中东铁路运往海参崴、大连、营口，经海路运往日本、

欧洲、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水陆交通状况的改善，便捷了东北农产品大规模流通，且不再受制于自

然条件，从分散供应变为整个区域的集中供应，具备了经济学上的可运性。④ 据中东铁路局统计，该

局运输的粮食总量从１９０３年的１１３万吨增加到１９１１年的 ７４８万吨，增长了 ６６０％，其中出口数量
更从０５万吨增至６５４万吨，增长了１３０８倍。⑤

东北的大豆种植就其实质来讲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最初专业化生产初级农产品，投入的生产要

素主要是劳动。同时，制度性因素吸引了大量劳动力迁移到东北，即清政府的招垦对土地制度的变

革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随着土地产权的明晰，大量资本和劳动聚集于此，尤其是众多劳动力移

住东北，成为区域经济形成的重要人口基础。

清末，为了解决面临的严峻财政问题，地方政府在东北积极招垦。清代政府财政很大程度上依

赖田赋收入，极为重视编户齐民。遵循这一传统统治的办法，东北地方官希望田赋成为稳定的财政

收入。因此，东北地区放荒时，不仅订立了租税缴纳办法，而且指派了其具体用途。⑥ 至 １９０６年，该
省应征租地已在１４０万晌以上，至１９０８年增至１５０万晌以上。此外，各地非常注意清赋，勘察荒地，
将私自开垦的土地也纳入到国家的租税体系中。１９０６年秋到１９０８年底，奉天清查各地无照土地，经
过缴纳荒价，确定科则，将这些土地都被纳入税赋体系，先后放出熟地１７４８９５亩，零荒地４７３３８３亩，
共收地价银 ４７０１２２两。⑦ １９０２年到 １９０９年，吉林由原额地内清出浮多及放出零荒，各地岁征大租
钱２１１１２７吊８８２文。⑧ 在这个过程中，从前外来流民在东北偷垦的土地变成了向国家纳税租的土
地，地方政府因之拥有稳定的税源，垦荒的农民随之成为了王朝的编户齐民，进而拥有在当地合法生

存的权利，不再为其土地所有权和自身合法性而担心了。

不过，由于吏治败坏，东北垦荒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地方官吏上下其手，富庶土地多被有关系者

承领把持，并未开发，政府实难征收田赋作为财政收入。为此，东北官府多次改变招垦政策，从旗丁

垦荒、退伍兵垦荒，招徕民户垦荒，转而移内地农民安居东北。这些政策性调整吸引了大量的直隶、

山东农民前往东北谋生，劳动和资本要素聚集于此。在 １８８７到 １９１１年间，东北人口从 ５１５万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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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认为，１９３２年之前东北大豆商品化率达到８０％左右。（日）满洲史会编著：《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第５６５页。衣保
中认为，清末东北大豆、小麦及经济作物的商品率达百分之七八十。《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６４页。

刘克祥：《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东北地区的土地开垦和农业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４期。
徐兆奎编著：《清代黑龙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９—５０页。
沃尔特·克里斯塔勒著，常正文等译：《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６９页。
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印：《北满农业》，１９２８年印行，第３９页。
例如，呼兰一带放垦，每晌缴纳京钱一吊可领取执照，３年或５年后升科，升科前每晌每年缴纳小租京钱 ６０文，升科后每晌

每年缴纳大租京钱６００文。大租并入协饷，支抵官兵俸饷，小租７成解省，３成留充地方公用。徐世昌编，李澍田点校：《东三省政略》
（下），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１８４页。

徐世昌编：《东三省政略》（下），第１１０４页。
徐世昌编：《东三省政略》（下），第１１４０页。



１８４１６万，１８８７—１９１４年间耕地从３００８万亩增至１３４０３万亩，成为满足市场需求的必要土地和劳
动基础。可见，东北区域的土地制度虽然未能达成设计者最初的财政目标，但却仍具有生产性和成

效性，能够把生产要素从区域外吸引到本区域来。巧合的是，生产要素的聚集与市场的开拓几乎同

时并行，１９０８年前后外向型农业经济成为东北的主导产业。

四、区域经济的结构形式：层级体系与二元经济结构

中东铁路开通后，以铁路和港口为中心的交通网络将东北的城市与国内外工业生产中心联系起

来，促使现代因素进入传统经济体系，区域经济结构得以成型。这种经济结构形态有两层含义：从空

间来讲，整个区域存在着多层级结构，不仅各城镇位于中心—外围的多层次网状结构之中，且每个城

镇都有城乡中心—外围结构；从经济活动来看，区域内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现代经济要素在城市中

涌现，农村虽与城市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但仍保留着传统农村经济形态。

随着经济的增长，城镇成为区域发展的中心，且其空间上的层次性日渐明显，形成东北城镇层级

体系的雏形，并影响至今。那么，这一结构的出现，从清末东北政治、经济发展的背景来看，是东北农

产品贸易发展和清政府行政区划改革二者合力的产物。

贸易是外向型农业经济的核心，因此东北地区的城镇根据贸易分层结构①呈现为一种层级体系。

已有的研究表明，东北贸易网络包括地方集市、集散市场和出口商埠，②其分层过程大致为：先成立乡

村集散大豆、杂粮等产品和销售衣料等必需品的集市，续之以各地县城为中心构成地方市场，进而在

交通发达和外来商业资本进入推动下，很快建立起所谓中央市场。③ 以地方粮栈和外国贸易商为主

的中间交易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前者专门从各地收购农产品，后者垄断农产品的对外

贸易。东北农产品交易，一般是由农民卖给当地粮栈，小粮栈卖给大粮栈，再由大粮栈转售给出口

商。也有的是大粮栈或出口商派经纪人直接到农村采购，或农户将农产品直接运赴市场出售者。在

半殖民地社会背景下，中国的商业资本不是拥有巨额资本、同国外市场紧密联系的外国资本的对手，

出口利润多半进入到外商的腰包。俄国控制了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北北部，而日本则控制了以大连

为中心的东北南部。按照日本人的说法就是，“现代的外国商业资本掌握了东北的流通体系，中央和

地方的土著商业资本则为其充当买办机构的作用，其次才是密布于农村的零星土著商业资本。”④

中东铁路通车后，日俄经济侵略的加紧，使清政府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不得不进行东北政区

改革，采取府厅州县行政区划，建立起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此前清政府一直将东北视作龙兴之地，实

行特殊的管理体制。各府县多由八旗驻防地发展而来，后逐渐发展成为各地的经济中心。早期城镇

的经济支柱一般为烧锅、当铺、杂货铺、人参、皮货、畜牧业等，大多由关内来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经

营。⑤ 清末新政，东北地方行政仍在草创阶段，奉天 ５０％的府县、吉林 ７１８％的府县、黑龙江 ９０％的
府县才正式设治。⑥ 中国的城市与地方官署有着密切的关系，较早设立署衙的府县已有较大规模，而

新设置的府城和县城，则大多选址在交通便利的市场中心地。与此同时，东北先后开放二十余商

埠，⑦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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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贸易分层结构指的是，人们根据贸易对象的不同，把与邻近贸易伙伴的贸易活动安排在附近的小城镇进行，与邻

省贸易伙伴的贸易活动就安排在中等城市进行，与邻国贸易伙伴的贸易活动就安排在大城市进行。

于春英、衣保中：《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１８６０—１９４５）》，第３５页。
（日）满洲史会编著：《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下），第２３７页。
（日）满洲史会编著：《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下），第２２２页。
杨余连等著：《清代东北史》，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８７页。
参见牛平汉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７９—１１９页。
清末，东北共开商埠２６处，其中自开商埠２２处。王革生：《清代东北商埠》，《社会科学辑刊》１９９４年第 １期；张建俅：《清末

自开商埠之研究（１８９８—１９１１）》，王明孙主编：《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辑刊》第２编，花木兰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２７页。



在发展过程中，各城镇依据自身功能和市场地位构建了一个层级体系。清末东北大致分为 ５个
层级的城镇体系。第一层级是区域性大城市，包括日本占领的大连、俄国控制的哈尔滨，以及清政府

东三省行政中心的奉天。这三个城市，人口较多、位居交通要道、贸易总额大，是东北地区的的政治、

经济中心。第二层级城市包括长春、安东、营口、齐齐哈尔、吉林和锦州等，主要是作为交通要地、省

会城市以及港口发展起来的城市。第三层级是清政府自行开放的商埠，除去以上二等已含有的城市

和未能发展起来的城市外，共１３城市。① 第四层级城市指以各县城为主的地区性贸易中心地。第五
层级是农民交易的集镇。城镇层级体系与市场层级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合的，各城镇不仅能够通

过铁路和海运与其他区域和外国建立经济联系，而且能够通过围绕中心城市形成的网状结构相互之

间进行交易，如此就形成了一个由经济中心、经济腹地和经济网络三要素组成的空间结构。

东北农产品市场的迅速扩张促使整个经济从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进，尤其是中心城市出现

专门从事商品交易的中间交易商（主要指地方粮栈和外国贸易商），大量的贸易活动集中在哈尔滨、

大连、长春、营口和奉天等城市进行，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使得城市的交易效率、分工水平和商

业化水平大大高于农村地区。这也反映出东北市场体系和城镇的发展有了现代化的趋向，符合施坚

雅提出的状况：“一个传统市场体系的现代化，只有在经济效益较高的运输设备将它与具有同样经济

效益的外部生产体系连接起来时才能够开始。在中国，只有在轮船、铁路，或经过改善的道路将城市

与外国的或国内的工业生产中心连接起来时，才算具备促进现代变革所必需的效益水平。”②这种空

间上的中心—外围结构，基于交易效率差异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接下来对其成因进行简要分析。

农业弱质性是二元经济结构的成因之一，农村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农业弱质性突出表现为农户

经济活动与市场经济强烈的不适应性，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③ 市场经济不是指农产品进入市

场的比例，或农民家计经济依赖于市场的程度，而是指农户生产经营决策的自主性。即在决定经营

目标、农作物品种构成，各种生产资料的使用以及劳动力的投入和组合时，在多大程度上根据市场

供求状况、价格波动和市场决定的利润率，按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进行资源配置。东北农业虽然是一

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外向型农业，农户与市场联系非常密切，但其生产经营活动仍以生活上的满足和

群体的和谐为根本目的。广大农民居住在分散闭塞的农村从事生产，社会联系不广，信息来源有

限，难以及时了解市场行情及其动态，他们与市场的联系往往通过地主和中间商这两个中介来实

现。④ 在商业资本仍未控制生产，而地主又主要向农户征收实物地租，很少干预生产过程的情况下，

小农户往往缺乏有效的途径以及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了解并预测市场供求，他们根据市场调整生产

布局的能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加上农作物生产周期较长，他们对市场的适应更只能是盲目的。⑤ 农户

与市场的隔阂直接造成了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并体现在农产品价格上，“其价格水平是决定于口岸洋

行的‘开盘’价和工厂收购价；以这个价格为基础，各级商人节节压价，农民所得是压到末端的最

低价。”⑥

农村土地所有制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另一成因。东北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高，但其生产并未超越传

统小农经济模式，仍是一种基于人口和土地数量增长的发展。清政府在土地开发过程中推行的产权

制度旨在保证国家税收的最大化，结果吸引大量人口前往开发荒地，实质是国家主导的一种财富再

分配，未能突破传统经济发展的桎梏，出现结构性变化，而是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东北政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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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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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因自开商埠中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未能发展起来，故未计入第三等城市。

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９４页。
刘艳：《中国农业弱质性探究》，《求是学刊》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马若孟认为，“农产品的输出受到了有势力的国内外商人的控制，他们通过债务和价格控制得以剥削小商人和农民生产

者。”马若孟著，史建云译：《中国农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５页。
陈春声、刘志伟：《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吴承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历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吏、士绅及商人未能逃脱自明清以来中国社会资本流向土地的趋势，①不仅藉垦荒之机，通过各种手

段将土地集中于自己手中，而且在拥有资本之后，仍主要投向土地，形成了大土地所有制。② 东北土

地开垦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尤其是后期放垦的土地，位置偏远，交通不便，气候极寒。前往开垦的民

户需要往来的路费、房屋建筑费、种籽费、肥料费、牛马费、开荒以及挖通沟渠等费用。大地主们根本

不愿意承担这些费用，往往转嫁给租户。③ 土地成为了人们认为可靠的投资品的时候，田价年年往上

高涨，其增值收益可能超过了农业经营的收益。加之，租价不仅稳当而且可以增加，不受农产品市场

波动的影响。因此，这些土地所有者们不仅不愿意投资农业，反而从中吸取地租和高利贷收入，供其

在城市中的消费。大土地所有者感兴趣的是土地本身的价值，而非农业生产发展带来的经济利益。

因此，土地对于他们来讲就是投资本身，地租及其附属收入就是利润所在，他们不会投资在农业生

产。这决定了他们将土地放租，甚至是荒芜。不仅大土地所有者如此，就是一般农民也以土地为经

济的命脉，“不论大农小农，他的大部分资本，都在于购买田地。北满农家资本的总额，地价一项已经

占了四分之三。”这种趋势势必刺激人们竞购土地，而非经营土地。人们将土地给佃农或雇农耕种，

即使“略有数十晌土地的小地主，也不愿意自己去耕种，将所有的土地，托诸佃户，分耕或租与雇佣

佃农。”④

东北地区存在大量自耕农，农业经营方式以小农经营为主。随着地价的上涨，租价随之上涨。

１９０９年，实行分益法的呼兰，其普通租额为正产的 ４０％，１９１４年加到 ５０％。１９１０年，采用定租法的
榆树，每晌纳粮２石，１９１６年加到了２５石。⑤ 地租占到了剩余价值的相当部分。地租与生产费用的
支出差不多。地租高企必然要迫使农户降低生产费用，尤其投入在肥料种籽和农具方面的支出很有

限。此外，小农经营不仅较少关注改良品种，生产出高品质的农产品，而且不在意农产的运输和保存

方法。俄国人投资的新式面粉厂，大量需求优质小麦。但当地农民“对于小麦的选种、种植和收割尚

缺乏适当的改进。在收割方法，也缺乏适当的知识”，导致面粉厂对于农民种植和出售小麦的方法很

不满意。他们“运到面粉厂的小麦，不是发霉，便是受潮或腐坏。这种小麦是不可能制出上等面粉

的”。⑥

日俄的经济侵略所造就的发展飞地为传统经济注入现代因素，形成传统经济与现代产业并存的

格局。按照费景汉和拉尼斯说法，“由于殖民主义的作用，欠发达国家的土地呈现出相对现代化的外

向型经济区域和巨大的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并存的结构”，即现代意义上的二元经济结构。⑦

由于中东铁路的修建，作为现代产业的铁路交通运输业成为东北区域发展的火车头，铁路附属

地的服务设施和管理的现代化，为区域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在东北以农业

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不单单是农产品流通的组织者，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工业得以现

代化的载体。清末东北各城市涌现出一批采用机械化生产方式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东清铁路修建

之前，东北很少制造业，“大部乃以农产五谷，略施人力使成食品而已”，⑧“其得强名为工业者不过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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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启臣《试论明清时期商业资本流向土地的问题》，《中山大学学报》１９８３年第 １期。乌廷玉在《民国初年东北大土地
所有制的发展和租佃关系》（《北方文物》１９９０年第４期）一文中，分析了民国初年官僚、军阀、地主及商人投资土地的状况。

“不乏达官显宦，如现任或退职之各部总长、国会议员以及各省督军省长也。”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北满农业》，第 ８１
页。另如朱楔所言：“东三省之文武官僚多为新辟地方之大地主。”（《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东方杂志》１９２８年第１２号。）陈翰笙
也曾指出：“领垦荒地的人在中国的达官显宦中是很寻常的。他们的地产竟在１０００晌以上的。”陈翰笙、王寅生：《黑龙江流域的农民
与地主》，第７页。

薛大可：《满洲农业移民论》，《中国新报》１９０７年第１期。
徐仁寿：《北满松花江流域的农民经济生活》，《新生命》１９３０年第９期。
陈翰笙、王寅生：《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第７页。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１辑，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版，第６５６—６５７页。
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著，洪银兴等译：《增长与发展：演进观点》，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７页。
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北满与东省铁路》，第１６３页。



油、酿酒诸事而已”。① 日俄势力进入之后，开始投资工矿企业，普遍利用蒸汽机作为动力。１９００—
１９１１年，俄国投资东北的主要工厂投资额约合 ６００万卢布，经营工厂 ６３家，遍及哈尔滨、双城堡、海
林、阿什河、一面坡、满洲里、札兰屯、哈哈图、扎贲诺尔、海拉尔、穆林和富拉尔基等 １２个城镇，涉及
到面粉、酿酒、啤酒、皮革、肉类加工、肥皂、豆油和制糖等农产品加工行业。其中最多的是酿酒厂，有

３５家，占总数的５５５６％。② １８９５—１９１１年间，日本在东北开设了 ５７家工厂，其类别包括面粉业、榨
油、生活品制造、车辆修理、建造及修理船舶以及采伐木材等。③ 其中资本在１０万元上的工厂共计２０
家，投资总额１２４７万元，加上中日合资工厂３家，共２３家，合计１３９７９万元。④

随着东北农业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开始从商业资本转向农产品加工工业。营口是东北民族资

本聚集之地，油坊业投资的巨大利润吸引着大量的商业资本投入该行业，自 １８９６年英国太古洋行开
始利用蒸汽机械压榨原料，传统油坊相继利用小蒸汽机和发动机设立机器油房。⑤ 研究结果显示，

１９１０年营口１５家主要油坊资本总额达 １２０万两，平均超过 ８万两，机器计 １２６４台，平均每家 ７４３
台。⑥ 自１９０３—１９１１年间，营口以外各地创办了２８家工厂，集中在大连（７家）、吉林（５家）、宁古塔
（４家）、安东（３家）和哈尔滨（２家）等地，主要是火磨厂和油坊，资本额共计 １８９４５万元（小洋）。⑦

若将两者合计，可知１９１０年左右东北地区投资于油坊和火磨厂的民族资本大约有 ３１０万元左右，已
有一定的规模。⑧

此外，东北传统金融业受到外国银行和政府金融机构的冲击，出现新的发展趋势。俄国的华俄

道胜银行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分别作为俄国和日本在华的国家银行，不仅发行货币，而且按照国

际贸易方式开展进出口贸易汇兑，以及贷款业务。东北地方政府先后设立吉林官帖局（１８９８）、奉天
官银号（１９０５）、广信局（１９０４）、黑龙江官银号（１９０８）、吉林永衡官银号（１９０９）等，发行银两、银元、铜
元等各种纸币，供应市面需求。这些给传统的票号和炉银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１９０５年后，营口的银
炉破产频发，盛极一时的炉银逐步被其他货币所取代，新式的银行经营方式也开始取代旧的金融

模式。

市场需求尤其是国际市场的需求带动东北农业的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很高，农产品高达百分之

七八十的商品化率远远超过全国水平。⑨ 因此，贸易在东北区域经济结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贸易的分层结构决定了城镇分层体系结构。作为贸易中心的城市，要素和经济活动主体不断聚集，运输

业、加工业、银行业、服务业等行业涌现，成为层级结构的中心，而周边的乡村仍保持了传统农业生产方

式，生产农产品以供自我生存和贸易之需。以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农村地区，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

五、结论

清末东北区域经济结构的形成并非纯粹的经济过程，而是深受该区域既有社会经济结构、特定

政治格局和文化传统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经济活动主体和经济要素之间复杂的互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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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大可：《满洲农业移民论》，《中国新报》１９０７年第１期。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２辑，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８年版，第７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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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年设立的重要外国厂矿明细表》统计而成，参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２辑（上），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

第７—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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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明先生估计中国粮食的商品率１８４０年为１０５％，１８９４年为１５８％，１９２０年为２１６％。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

路》，《文史哲》１９９１年第６期。



程，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主体的参与，经济要素的聚集日益增加，再加

之市场的开拓，东北农产品贸易无论是规模还是范围扩张迅速，使区域经济呈现出一种爆炸式增长

的态势，在此过程中区域经济结构得以形成。本文将清末东北区域经济结构的形成视为中外经济活

动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从而将各种历史因素纳入其中进行综合分析，揭示出其既有经济自身规律

的作用，也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在经济活动中，无论是农民、商人，还是公司、银行，虽有着不同的

背景和体量，但都是作为经济活动主体参与经济运行。此外，“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中东铁路公司、

华俄道胜银行等经济活动主体，还背负着各自不同政治使命，并在经济活动中予以贯彻和执行。正

是各类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促成了不同经济要素在区域空间的聚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主导产业和经

济结构。以经济活动主体为切入点考察区域经济结构的形成，不仅可以让我们更确切地了解列强的经

济侵略是如何通过影响经济结构来操控中国经济命脉的，而且可以揭示出近代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列强

的经济行为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有时候只能部分达成其目的，或适得其反，种瓜得豆。

清末，中国、日本和俄国三国对如何经营东北有着不同的认知，并以具体经济活动主体的形式参

与到东北经济开发过程中。正是那些具体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推动着东北区域经济的发展，并造就

了各自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清政府为抵制日俄在东北的大肆侵略，也为了解决自身严重的财政危

机，在东北实行放荒。放荒的核心是将国有土地以一定押租（荒价）租给个人，由其经营，一定年限后

升科，向国家缴纳租金。由此产生的土地产权未能突破传统经济发展的桎梏，未能在经济的发展过

程中出现结构性变化，而是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劳动力是中方最重要的资源，但劳动力的供给

一直处于低水平、低层次，广大劳动力处于温饱边缘，在初始阶段是报酬递增，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其

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取得的工资仅仅够维持基本生计。要吸引劳动力背井离乡，工资需要有足够

的吸引力。但随着农业经济发展，带来的却是地租、地价的增加，工资却由于更多劳动力的涌入而处

于降低状态。可见，虽然东北的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很高，进入到国际市场，但农业的生产方式并未改

变，仍保持着传统模式，既二元经济中的传统部分，也是贸易链中最低级的一端。

俄国仿照英美在华侵略的模式，试图控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投巨资兴建中东铁路，旨在将东北

作为其商品倾销地，垄断中国商品出口贸易。但由于俄罗斯本身工业化水平不够，不能生产出在中

国市场畅销的产品。加之，东北尚在初兴之时，市场消费能力有限，其战略目的未能达成。俄国在东

北北部的厂矿投资计划性不够，生产能力过剩，经济效益有限。俄国太过追求宏大政治经济目标，不

善于经营企业，虽然在东北的投资规模大，但未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尤其是中东铁路建成之后未能产

生预计的经济效益，反而成为俄国政府沉重的经济负担，加重了政府的危机。① 不过，俄国通过控制

铁路、金融、贸易和工厂，基本控制了东北的中心城市，掌握了区域经济的命脉。

日俄战争后，日本控制了长春以南的铁路，积极经营。日本国力有限，在东北投资算得是精打细

算。在厂矿投资中，日本先是做好重点建设，将投资用在少数几个厂矿，注重经济效益。日本非常注

重市场建设，注重交通系统的完善。从俄国手中接过“南满”铁路之后，日本以已有铁路为中心，建设

完善与重要厂矿和港口的联系，形成便利的交通体系。此外，还将铁路附属地建设成为近代城市，后

来成为了重要的地区中心城市。更为重要的是，１９０８年日本开发了东北农产品的欧美市场，大大增
加了东北在全国贸易中的地位。日本贸易公司几乎垄断了农产品的海外交易，从而控制了农产品的

定价权，并进而通过高利贷取得了土地所有权。② 可见，日本精心经营东北，虽然投资不大，却控制了

·３２１·

论清末东北区域经济结构的形成（１８９７—１９１１）

①
②

参见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第八章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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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城市，在区域经济结构中占据了主导位置。进而，使东北被迫更为深入地卷入日本帝国主义

的战车。

清末十余年间形成的东北区域经济结构，显示出列强的经济侵略是如何得以实现的。日、俄两

国通过输入资本和技术要素，控制国际贸易、交通和金融业，掌控国际市场定价权，成为现代经济的

掌控者。与此同时，两国经营哈尔滨和大连作为区域中心城市，通过铁路交通控制东北北部和南部

的主要城镇，再通过城乡中心—边缘结构将农村控制在内，从而成为区域中心层级的掌控者。这样，

无论从空间结构还从是二元经济结构来讲，日俄两国都处于东北区域经济结构的核心部分，控制了

中心层级和现代部分。中国虽依靠开放土地资源，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从市场化过程中谋取了若

干好处，但仍维持着传统经济模式。东北的农民生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非常依赖市场。但他们与市

场之间的联系常常是通过地主和商人这两个中介来实现的。中国人一般将市场活动被视作社会财

富的再分配，很少规划如何更好地发展经济，都在追求个人财富的增加。政府和地主希望能从中获

取最大的租金收入，商人希望从中谋取最大利益，农民希望从市场获得更多收入，苦力希望获得更多

佣金。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虽占据了土地、劳动和交易的优势，但交通、外贸和金融却掌握在日俄

手中，尤其是市场定价权完全受到日俄控制，结果不仅巨额利润都被位于第一层级市场的日俄商人

赚走，而且品种单一的农产品出口非常容易受到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中国商人和农民必须承受巨

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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